国民政府第一、二届立法院组成分析

陈红民   雒军庆

立法院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于1928年10月成立。其时国民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将“以党治国”，建立五院制的国民政府来行使“治权”。以立法院的组织形式来规划国家法律体系，既源于孙中山的理论构想，也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统治国家的一种尝试。至全面抗战爆发，共产生过四届立法院，前两届与后两届在委员数量及构成上有较大差别。 
  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在对第一、二届立法院构成人员进行一些量化分析，以期深化对立法院的研究。

一、 立法院的组成及立法委员的产生

在建立立法院之前，国民党人在其所建立的政权中，对立法体制方面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根据《临时约法》，参议院为国会的过渡机关，参议员由“各行省、内蒙……各选派5人；青海选派1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决之”， 其职权是“议决一切法律案。” 
  即参议院为当时中央最高立法机关，参议员由各地选派。1923年春，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大元帅府。它基本上是高度集权的政府，无专门立法机关，由大元帅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各种法律条例。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在立法方面，无国会，亦无立法院，法制机构为法制编纂委员会，不久改名为法制委员会。最高立法机关是国民党中执会及其所属的政治会议，政治会议作为特设的政治指导机关，实际上包揽了政府立法权，大批法律由该会议决后再经中执会交政府公布施行，国民政府的法制委员会只是一个制订法律的技术机构。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其政权组织形式及立法体制均与广州国民政府相同。

孙中山根据其革命实践，并结合对西方政治制度及中国现状的考察，提出了“五权宪法”的设想，希望未来的国家政权能实现五权分立。国民党完成北伐统一后，决定在“训政时期”建立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明文规定，“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织之。”《组织法》对立法院的职责范围及组成规定如下：“立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条约案及其它重要国际事项之职权。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须由国民政府委员任之。立法委员49至99人，“由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之”，每届任期两年，并不得兼任中央及地方各机关之事务官。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还曾专门制定了立法委员的标准：“首重其人在党内之历史，以曾为国民党效忠，在革命过程中未尝有违背党义言论行动，而对法律、政治、经济有相当之学识经验者”。 
  可见，立法院成员的产生具有一定标准与程序，较为严格。而在标准方面既特别注重政治表现，以保证国民党对立法院的控制，又注重专业知识，以满足制定各种新法律的要求。

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当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胡汉民为立法院长，随后，又任命林森为立法院副院长。10月20日，公布了《立法院组织法》规定立法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下设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四个委员会（后又增设军事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长由院长指定；立法院内设秘书、统计、编译三个处。1928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了第一届立法委员49名。两年后的1930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了第二届立法委员49名。 
   第二届立法委员任期至1932年底。

同国民党以往政权中的立法体制相比，立法院的成立具有新的特点：首先，立法院的设立提高了立法机关的地位，使立法工作正规化。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参议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但当时乃至以后并没有实施过这种权力，到最后它什么权也没有，只是被军阀用来作为一个点缀。以后的国民党政权中，立法权基本操之于党，是党权的一部分，党的声音就是法律，这样不仅从形象上而且从理念上同国民党所宣传的三民主义与“共和国”形象不符。而专设立法院作为立法机关，将立法权从党权中抽出来做为政权的组成部分。国民党虽仍可通过立法院人选、立法原则和立法程序等“隐性控制”立法，
  但在形式上立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有了很大提高，便于立法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其次，立法院成员的资格由国民党中政会决定，人选由立法院长决定，这固然与全面民选相去甚远，但在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全面民选只能是奢望。从另一方面，立法院的组成方式，既能满足国民党“隐性控制”立法的要求，也基于当时的中国国情。以当时民众的贫穷落后，受教育程度低下，也不可能由全面、直接的民选产生全国性的立法机构。当时国民党内也是派系林立，由立法院长提名委员的方法，使委员的产生在照顾到地域、职业、党内派系等方面的因素外，又不纯粹以此为选择标准，这样就能在短期内组成立法机关，加速法律的制订，有利于提高立法的效率。而不至于因地域、职业的差别导致委员间争吵不已，延误立法。第一、二届立法院的实践，也为此提供了证明，至1930年初，已制定了民法、刑法、民法、刑法，土地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地方自治法等十六种法典，奠定了国民党统治的法律基础。 

二、立法院第一、二届领导层组成分析

第1、 二届立法院的核心人物是胡汉民。1928年9月，胡汉民从国外回到南京，其声

望如日中天。他以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理论阐释者的身份负责制定《训政纲领》，是建立五院制的国民政府的基础，他还具体筹划了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外间对胡汉民出任并无实权的立法院长颇感意外，可胡汉民的抱负就是要建立一整套新的法律体系，“努力于立法”。 

立法院长并非真是“闲职”，《国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院长在立法院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行政院的各项措施也须经立法院批准。胡汉民正是利用这些规定，加上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度牢牢地控制了立法院，成为南京政府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事实上，胡汉民也确曾利用立法院“责难”过蒋介石及亲信。 
由于立法院院长、副院长，各委员会的委员长及各处处长在院务和立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此先将他们的情况列表如下：

第1、 二届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任期表

	   年代

职务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 9 3 1 年
	   1 9 3 2 年

	 院 长
	胡汉民(12.5任)
	胡汉民
	胡汉民
	胡汉民(3.3免)

林森((3.3～12.9)

邵元冲(3.23代理)

张继(12.9任)

覃振(代理)
	张继(1.31免)

孙科(1.31任,未就)

覃振(代理)

	 副院长
	林森(12.5任)
	 林 森
	 林 森
	林森(3.3免)

邵元冲(3.3～12.29)

覃振(12.29任)
	覃振(5.14免)

邵元冲(5.14任)


资料来源：1、刘寿林、万仁元等：《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8月；2、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3月版。

第一、二届立法院主要领导基本情况

	姓  名
	    职   务
	年 龄
	籍贯
	     学    历
	

	胡汉民
	院长
	49岁
	广东
	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班
	

	张  继
	院长
	46岁
	河北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
	

	孙  科
	院长
	37岁
	广东
	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林  森
	副院长、院长
	60岁
	福建
	(美)鹤龄英华书院
	

	邵元冲
	副院长、代院长
	38岁
	浙江
	哥伦比亚大学肄业
	

	覃  振
	副院长、代院长
	43岁
	湖南
	东京宏文书院
	

	李文范
	秘书长
	44岁
	广东
	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班
	

	李晓生
	秘书长
	40岁
	广东
	留学法国
	

	吴景鸿
	秘书长
	52岁
	湖南
	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
	

	张继翰
	秘书长
	42岁
	云南
	云南法政学堂
	

	吴尚鹰
	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36岁
	广东
	(美)奥瑞根州立大学
	

	焦易堂
	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48岁
	陕西
	法政专门学校
	

	马寅初
	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46岁
	浙江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傅秉常
	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32岁
	广东
	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陈肇英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40岁
	浙江
	炮兵将校专科学校
	

	刘庐隐
	编译处处长
	34岁
	江西
	加利福尼亚大学
	

	刘大钧
	统计处处长
	37岁
	江苏
	密西根大学经济与统计
	


资料来源：1、《民国人物传》各卷，中华书局；2、《革命人物志》各卷，（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3、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以上人物的相关传记。

第一、二届立法院的基本构架是胡汉民确定的。他选择的林森任副院长，林森此时的政治态度已转向超然，于右任曾调侃地说：“人家都说林子超是傀儡，实际上他连个傀儡也不如，只是一张像片”。 
  林森在立法院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负责院务的秘书长李文范不仅与胡汉民同乡，都曾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班学习，且在1925年底随胡赴苏俄，是患难之交。如此安排有利于胡汉民对立法院的控制。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胡汉民并非只是任人唯亲，他所选择的多数院内委员长与处长，都是相关领域学历很高、有所专长的一时之选。正因为专家的加入，才使得立法的效率与质量得到保证。第一、二届立法委员规定是49至99人，但实际数均仅达到最低限的49名，宁可有一半的空额，也不轻易将此职作为酬庸，培植私人势力。政学系的杨永泰曾想谋出任委员，被胡汉民断然拒绝：“杨某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 

以1931年初胡汉民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导致胡汉民被软禁为分界线，此前的立法院相当稳定，此后则陷入动荡，人事更迭频繁。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有过三位院长：林森、张继、孙科；两位副院长：邵元冲、覃振；其间还有两位代理院长：邵元冲、覃振。这种动荡根源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后各任院长、代理院长，对立法的热情与投入无法与当日的胡汉民同日而语，党内地位也不及胡，在立法建设方面多属萧规曹随，乏善可陈。

三、第一、二届立法委员组成分析


以下从几个方面对第一、二届立法委员进行分析：

㈠ 立法委员的年龄结构分析
第一、二届立法委员均保持49名，其间由于人事变动，第一届委员共计53人次，第二届委员共计67人次（以下各表均人实际人次统计）。其任职时的年龄结构经过统计如下表：

	   年龄段

届数
	20～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1～70岁
	 备  注

	 一  届
	   4 人
	  21人
	  14人
	  5人
	  1人
	8人不详

	 二  届
	   4人
	  14人
	  28人
	  6人
	  1人
	14人不详


资料来源：同前表。

如果将1928年前国民党的历史粗略地划为同盟会、辛亥革命、广东革命政权三个大的时期，假定一个人以18岁以上的年龄参与不同的时期，则到1928年的年龄应分别在41岁、35岁和22岁以上。再考虑到有所成就的人实际应大于此年龄，而立法委员的任职资格中又“首重其人在党内之历史”。从上表显示两届立法委员的总体年龄结构看，年龄在30至50岁占绝大多数，分别为35名和42名，占总数的64%和76%。应该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党人居多。这些人既有在国民党内的奋斗的历史、又有一定学识，正值年富力强。构成了立法院的中坚，保证了立法院的工作效率。该院成立的前年，共开过121次院会，“不但每星期没胡留过会，而且还时时增开临时会议”，以至个别委员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 

立法委员在50岁以上的，第一届5名，第二届6名，均在10%左右，这类委员以元老型的居多，如参与同盟会创立的田桐、钮永键等。已知年龄的立法委员中最年长的是1928年已68岁的庄嵩甫，是位老秀才，在浙江有一定声望的社会名流。30岁以下的立法委员，两届均是4名，以学有专长的知识型人士为主，如史尚宽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转赴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再到巴黎大学研究政治经济，29岁任立法委员。与蒋介石成婚一年的宋美龄当选时年仅27岁，她的情况应属例外。

两届相比，41至50岁年龄段的委员由第一届的14名上升到第二届的28名，而从31至40岁年龄段委员数则从21名下降得到14名，一个重要原因是连任两届的委员很多，共计41人次，两年以后不少人的年龄从31～40岁上升到41～50岁。此一变化不足以说明委员年龄有老化的趋势，这也可从50岁以上的委员数没有明显增加得到反证。

㈡ 立法委员的学历分析

国民党早期曾一度将革命根据地建在海外，吸引留学的知识分子参加，许多党人将西方与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都着较高的学历和留洋经历。立法院的制定的法律多参照西方的法律体系，故立法委员中的受教育程度相当高，其概况如下表：

	   学 历

 届 数
	 留 学
	留学国外比例
	国内大学毕业
	大学以上比例
	  备  注

	  一 届
	 23 名
	   43 %
	    9  名
	   60 %
	 9人不详

	  二 届
	 36 名
	   54 %
	   13  名
	   73 %
	 12人不详


资料来源：同前表。

注：若一人同时有国内受大学与留学经历，则只计为留学。两者均计为“大学以上”。

相对于当时整个中国的教育水平与国民党党员的素质，上表所反映的立法委员受教育水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两届委员相比，强调学历的趋势很明显。第二届新当选的委员计26人次，除7人不详外，只有66岁的藏族委员诺那呼图克图一人非大学学历；有无留洋经历也是重要的参考系数。第二届立法委员中，曾留学国外的超过半数，20至40岁的新选委员共6名，其中5名曾留学国外，比例高达83%。立法院的高学历其实前列第一、二届立法院主要领导基本情况一表中也能显示出，17位曾任院长、副院长、秘书长、委员长及处长者，14 人留学国外，比例高达82%。

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中毕业于法律相关专业的第一届有12名，第二届有17名，其他则以经济、政治与外交等专业居多。如此的专业配置与高学历，不仅与立法院自身工作的特殊要求有关，也与胡汉民的提出的立法精神有关与立法任务有关。他认为，立法必须“含有三民主义精神，复适于国家与国民的需要，而又不悖于世界法律思想之潮流。” 立法院的任务之一，是“对外为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治外法权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准备。” 
  既然这样，曾留学国外，对世界大势与各国情况较为了解的人当然是较合适的人选。


在考察两届立法委员受教育背景时，笔者注意到其中受军事教育或职业军人出身的委员很少，虽然立法院中专设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以军事胜利获得全国政权，军人转而在新政权各部门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是可以理解的，但立法院似是个例外。

㈢ 立法委员的地域分布

立法委员名额上并没有地域的比例，但在实际运作中还是有所考虑，第一、二届立法委员的地方代表性相当广泛，基本上全国各地都有，包括僻远的新疆、内蒙、西藏等少数民族地方，以下表为证：

	 人 数

届 次
	 9人
	 7人
	 6人
	 5人
	 4人
	 3人
	 2人
	    1  人
	备 注

	一 届
	粤
	鄂
	浙
	湘
	
	
	赣、贵、晋、闽
	云、徽、陕、沪、辽、察、新、川、冀、蒙、桂、苏
	 6人

不详

	二 届
	
	粤
	浙
	湘
	赣、贵、苏
	鄂、晋、闽
	云、新、蒙、冀
	徽、陕、沪、察、辽、川、黑、藏
	12人

不详


资料来源：同前表。

关于立法委员的地域分布，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三个特点：一、粤、鄂、浙、湘四省籍委员占绝大多数，比例很高。所以如此，和清末以来上述地区开风气之先，外国思想传入较早，经济发达，人才济济固然有一定关系，而更重要的则是，以上几省与国民党的历史密切相关，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许多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均是粤籍。两届立法院长中，胡汉民、孙科是广东人；湖北是辛亥革命的首义地；湖南是华兴会、江渐的光复会也是国民党早期干部的重要来源。二、两届相比，粤、鄂籍立法委员所占比例下降，苏、浙两省籍委员比例上升。广东、湖北是革命的首发地，政权初创时期，人才济济；但由于政权北移，加上其它省区的发展，比例下降也在情理之中；江苏籍委员由第一届的1人增到第二届的4人，比例由2%上升到7%。这或许由于是定都南京，本地人占有地利，但更重要的则可能是与江浙地区经济与教育事业发达，专业人才较多有关。三、北方各省籍委员数量明显少，多在每省仅为一、二人，在已知省籍的委员中，甚至没有山东、河南两省籍的。这显然与国民党政权是由南方北伐起家，长期与北方政权对抗有关。

此外，两届立法委员都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特殊的地区与特殊的阶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蒙古、西藏和黑龙江等都有委员，如第一届的图克巴图，第二届的诺那呼图克图、广禄等；在性别上也照顾到了女性，两届立法院中各有两名女委员。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立法委员们的夫君都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连任两届的宋美龄是蒋介石之妻，第一届的郑毓秀是王宠惠之妻，第二届的张默君是邵元冲之妻。虽然宋美龄留学美国，郑毓秀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张默君曾就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郑、张二位更是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的老国民党人，完全有资格成为立法委员，可仍给人以“妻以夫荣”的感觉。因而，立法院中这类委员更像是国民党用以展示其政权向更多的人开放，扩大政治参与的象征与点缀，却而很难说明国民党政权的开放程度。

通过以上对第一、二届立法院组成人员的分析，大致可以看出该时期立法院的一些特点：由于院长的特殊地位，其个人作风会对立法院构成及法律制定过程有相当的影响；前两届立法委员的选择上，除强调其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外，也注重年轻化、高学历，兼及地区与阶层的代表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立法的速度与质量。

美国易劳逸教授曾借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民间顺口溜，来描述1928年后国民政府中吸收部分北方官僚（主要在外交与技术部门）参加政权的情况，并指出大批北方旧官僚加入国民党政权，将旧政权的价值观念与态度带到新政权，“其长期的结果是难以数计的。”他们腐蚀了国民党人的精神，并成为国民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基于前文对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分析，笔者认为国民党对政权开放的程度极低，对北方官僚吸纳的实际数量并不及传言那么多，后者对国民党的影响程度也不及易劳逸教授所断言的那般严重。

� 前两届立法院基本上由胡汉民主导，是“强势”，建树较多，委员均为49人；后两届则由孙科主导，属“弱势”，委员数分别增加至90人和86人。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载《民国丛书》第一编（29），第93页，上海书店出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第2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 《中央周报》，第21期，转引自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58页。


� 第一届立法委员名单 （总额49人，共53人次） ：


王用宾、王葆真、王世杰、方觉慧、田桐、史尚宽、朱和中、吴铁城、吴尚鹰、吕志伊、宋美龄、邵元冲、周震麟、周览（辞）、林彬、马寅初、图克巴图、孙境亚、庄嵩甫、陈肇英、陈长蘅、陶玄、黄昌谷、黄居素、郭泰祺（另任）、曹受坤（辞）、张凤九、张志韩、傅秉常、焦易堂、曾杰、赵士北、楼桐荪、邓召荫、刘盥训、刘克隽、刘景新、刘积学、郑毓秀、郑忾辰、蔡   、卫挺生、卢仲琳、卢奕农、缪斌、戴修骏、魏怀、罗鼎、钮永建、马超俊（补）、彭养光（补）、周纬（补）、冯兆异（补）。


第二届立法委员名单 （总额49人，共67人次） ：


王用宾、王葆真、方觉慧、史尚宽、朱和中、吴铁城（另任）、吴尚鹰、吕志伊、宋美龄、周纬、林彬、马寅初、孙境亚、庄嵩甫（辞）、陈肇英、陈长蘅、陶玄、黄右昌、张凤九、张志韩、傅秉常、焦易堂、曾杰、赵士北、楼桐荪、邓召荫、刘盥训、刘克隽、刘景新、刘积学、张默君、郑忾辰、蔡   、卫挺生、卢仲琳、戴修骏、魏怀（辞）、罗鼎、钮永建、


彭养光、周纬、冯兆异、史维焕、朱履稣、黄右昌、郗朝俊、刘师舜（另任）、李书华、竺景嵩、张维翰（补）、王柏龄（补）、胡庶华（补）、南桂罄（补）、黄序    （补）、董修甲（补）、赵乃传（补）、王柏秋（补）、程中行（补）、狄膺（补）、诺那呼图克图（补）、何遂（补）、凌    （补）、广禄（补）、邓家彦（补、辞）、傅汝霖（补）、贾士毅（补）、李仲公（补）。


（以上资料来源：1、刘寿林、万仁元等：《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8月；2、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3月版；3、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甘肃人民出版社。）


� 关于国民党如何隐性控制立法，陈炳山的硕士论文《战前“训政”时期立法体制考析》有详细论述。论文藏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 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第22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六期，第102页。


� 傅德华等：《民国军政要人归宿》，第11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


�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六期，第106页。


� 《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912页。


� 《中央周报》，第27期，转达引自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60页。


� 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中译本），第1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








本文发表于《民国档案》2000年第二期





